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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蛋荒是怎样发生的？又暴露了哪些结构性问题？

“农委会曾找养鸡协会、鸡农一起开会，在场的业者都认为，冻涨、补助不是最好的方法，其实回归市场机制、让
蛋涨价就可以了。”

台湾 深度

李易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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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蛋荒 covid-19

从过年前夕至今，以下几种情景，任何一个台北人大概都不陌生。 


新闻画面里，超市生鲜鸡蛋区的货架上空无一物；午后的咖啡厅里，几个人围坐一桌，热切讨论近期在哪

里买到了蛋、一颗多少钱；网路社群平台上，有人炫耀自己刚买到的鸡蛋、戏称自己是“鸡蛋富翁”，也有

人贴出端正放在小碟上的荷包蛋，宣称“吃蛋也成了奢侈的事”。

“这次缺蛋现象，是台湾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。”家乐福超市公关经理庄期棋对端传媒说到。 


据中华民国养鸡协会统计，2022年1月，平均每日全台蛋农产蛋114,774箱，比前一月减少8,125箱，相

当于平均每日短少160万颗鸡蛋，产蛋量甚至比2021年6月因COVID疫情爆发、餐饮消费低迷时还要少。

知名量贩店的经理吴可彭（化名）则指出，以往平价鸡蛋每年都会缺1至3次，但并非完全没有蛋，而是进

货量较少、或进货时间晚，一般短时间之内就能恢复；然而此次缺蛋，是为期最久、最严重的一次，而且

以往可以卖2-3天的蛋量，刚补货就能卖光，显示出“恐慌性抢购”如何加剧了缺蛋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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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解决蛋荒，农委会宣布于2月8日开始，补助每台斤鸡蛋3元、蛋中鸡补贴每只25元，并将原先供应给

食品加工业的鸡蛋，先调拨给零售市场应急，再进口“液蛋”供食品加工业者使用；到12日，农委会宣布蛋

价“解冻”，每台斤批发价调涨2元，希望近一步刺激蛋农生产意愿。

然而端传媒进行调查后发现，蛋农们普遍对增产鸡蛋兴趣寥寥。位于彰化溪洲的“水盏蛋鸡场”，靠近门口

的两排鸡寮甚至已经清空——鸡场老板颜水盏告诉端传媒，他原本拥有20,000只鸡，如今只剩下约

15,000只鸡，产蛋数少了近三分之一。

究竟，蛋农们为何不愿增产？台湾北部的缺蛋情况，为何比南部严重？这场缺蛋危机，又反映出台湾鸡蛋

产业、经济政策的哪些结构性问题？端传媒走访台湾最大的产蛋县彰化，对蛋农、蛋商、农委会、通路业

者和专家学者进行采访，试图为读者还原——这场台湾近年来最严重的蛋荒，究竟是如何发生的。



2022年2月10日，彰化传统的蛋鸡场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缺蛋危机的众多成因：饲料大涨、COVID疫情、禽流感 


此次蛋荒，可以说是“瑞士乳酪理论”的典型案例：危机能发生，并非出于某个单一原因，而是多个问题叠

加、串连在一起，有如乳酪里的空洞，正好连成了一线，才能让光线穿透。

而缺蛋事件的第一个空洞，早在一年之前就已出现。 


2021年1月，由于国际运输费大涨，台湾进口玉米现货价格站上了每公斤9.1台币的高位，和2020年1月

相比，同比增长了32%；即使拉长时间来看，这个涨幅也依然显著——2017至2021年间，玉米现货1月

平均价格只有8.17元。

玉米价格在2021年持续走高；到2022年1月，作为世界第四大玉米出口国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剑拔驽张，也

进一步将台湾进口玉米的价格，推至每公斤14.94元的历史新高。

玉米是蛋鸡饲料最主要的原料之一，而台湾的饲料玉米，有95%来自进口，于是从2021年初至今，蛋鸡饲

料价格也已上涨40至50％。



由于蛋壳的形成需要钙离子，而母鸡产蛋也需要各种营养素，相应的，蛋农对饲料配方的要求也高；也因

此一般蛋农即使遇上饲料涨价，也不敢轻易更换饲料配方、改用比较廉价的饲料。据中央畜产会的调查，

饲料支出在蛋农生产总成本之中，占比高达75.53%，因此饲料的涨价，也格外让蛋农难以消受。

蛋荒这块乳酪的第二个空洞，则是台湾于2021年5月首次爆发的COVID疫情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三级警

戒：由于警戒期间餐厅禁止内用（堂食）、餐饮消费不振，于是鸡蛋也跟着供过于求，批发价于7月跌至全

年低点，每台斤（600克，约合10颗鸡蛋）仅剩31元。

在饲料价格居高不下、蛋价又前景不明的双重夹击下，不少蛋农在权衡之后，都决定暂缓购入新鸡，或者

提前让母鸡“换羽”休息、减少养鸡数，以免“养愈多、亏愈多”。

根据中华民国养鸡协会的统计，全台淘汰的蛋鸡于去年12月、今年1月都有增加，而1月的“换羽”只数，和

上个月相比更是翻倍上升。中华民国养鸡协会蛋鸡课课长王荣生指出，“换羽”指的是短期停止饲料喂养、

让母鸡暂停下蛋。

“其实不只是饲料，新鸡的价格也涨得非常凶——去年这时候，一只中鸡大概100块出头而已，现在已经涨

到180了。”彰化溪洲水盏蛋鸡场的老板颜水盏告诉端传媒，一般来说，蛋鸡场不会从雏鸡养起，而是由

“中鸡场”将雏鸡养至75天大，再转卖给蛋鸡场。“但去年亏得太惨，算一算，我卖一斤蛋会亏损5、6块，

所以就决定少养一些，只剩老鸡在撑产量，但老鸡的生蛋效率又比较低。”



不过颜水盏之所以不愿进新鸡，还有另一个原因。 


每年冬季期间，台湾都会进入禽流感的好发季节：根据台湾动植物防疫检疫局的官方统计，2021年底至今

的禽流感疫情，已有5起通报和蛋鸡有关，而且全数集中于彰化县的海线地区，扑杀鸡只的总数达12万

只；相较之下，前一个冬季（2020年底至2021年初），和蛋鸡有关的禽流感通报则只有一起，扑杀鸡只

仅28,739只。

“我们也担心，新进的中鸡万一有病，会传染给鸡寮里的鸡，风险太大了。”颜水盏说。 




实际走访彰化的蛋鸡场，几乎每间鸡场大门上，都挂着“防疫期间，谢绝入内”的牌子——只不过鸡场防的

不是COVID-19，而是禽流感。

从中部收蛋、运往北部销售的蛋商陈仁钦，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便指出，“很多鸡农不敢通报（禽流感），因

为通报（之后）不只会全部扑杀，还要禁养半年。”

陈仁钦又指，缺蛋之前，他平均每两天会前往彰化一趟收蛋，每趟收四万到六万颗，；然而蛋荒爆发后，

他载回来的蛋数大约只剩以往的三分之二。

2022年2月5日台北一间超市，一个摆放鸡蛋的货架。 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若以比例来看，目前因禽流感而遭官方扑杀的蛋鸡，只占全县蛋鸡总数0.6%，确实很难令人相信会造成鸡

蛋供给不足，“所以实际影响的鸡只一定更多，否则不会缺蛋这么严重。”陈仁钦对记者说道。

就此，农委会畜牧处副处长江文全指出，鸡只如果生病，感染的并非只有“禽流感”，也可能是其他疾病，

“虽然官方通报的禽流感只有12万只，但因为其他病因而死亡、受影响、产蛋量下降的鸡只，数量绝对比这

个多。”



台大动科系副教授魏恒巍则指出，冬季鸡只较易染疫，另一个原因是北方的候鸟，会在秋末迁移至台湾过

冬、带来病毒，而开放式的传统鸡寮，也更容易受病毒侵害。“鸡只感染到高病原性的病毒之后，会迅速发

病、大量死亡；如果感染到的是低病原性的病毒，虽然不见得会死亡，但会影响产蛋”。

魏恒巍也强调，产蛋鸡非常敏感，只要受到紧迫（stress），产蛋率就会雪崩式下降；但产蛋率若要恢

复，却只能阶梯式的缓慢上升。

事实上，蛋鸡的生产效率本就和季节有关：冬季时温差大，蛋鸡为了御寒，就会将养分留给自己，生蛋颗

数也会跟着下降。“但有些鸡农因为饲料贵，就舍不得喂，导致鸡只营养不够、抵抗力变差，加上老鸡体质

本来就比较差，更容易得病，所以这些问题，都是环环相扣的。”颜水盏如此分析。



此外，彰化县相对严重的禽流感疫情，也可能加深了北部的缺蛋问题。 


由于台湾各县市的自治条例皆规定，畜牧场必须距离住宅、商店等设施至少300或500公尺，而台湾北部

的人口又较为稠密，因此几乎不可能设置鸡场；然而最主要的消费人口又位于北部，因此为了缩短运输距

离，蛋鸡场才会集中在人口密度较低、又最靠近北部的彰化县。

根据台湾中央畜产会的统计，彰化就是台湾最大的产蛋县，全台有45.44%的蛋鸡饲养在这里，平均每两

颗蛋就有一颗来自彰化，而彰化生产的鸡蛋，确实也多半运往北部。

不过颜水盏也指出，中南部的蛋鸡场一般仍会优先供应产地附近，运输距离也比较短；再说，北部市场需

求量更大，一旦因为缺蛋消息而发生“恐慌性抢购”，也更容易将蛋买光。

2022年2月10日，彰化传统的蛋鸡场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

鸡蛋的包销制度，与不够弹性的“市场机制” 


除了每年都有的季节性因素，以及饲料大涨、鸡蛋需求锐减之外，不少受访的蛋农都认为，台湾鸡蛋产业

的定价制度、以及缺乏“市场机制”的产销现况，才是此次蛋荒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。

今年1月过年前夕，农委会宣布“鸡蛋冻涨”的政策，就是这个定价制度的“冰山一角”。 


在分析“冻涨”如何进一步加剧蛋荒之前，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理解台湾的鸡蛋产业。 


台湾鸡蛋的产销模式相当复杂，但如果简化来看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：依赖蛋商大盘的“包销制”、和连锁

超市签长期约的“契作供应”，以及以高价蛋、动物福利蛋为主的“自有品牌”。其中，“包销制”是最主流的

产销模式。

包销制指的是每个蛋农固定只和一、两个蛋商配合，不论蛋农生产多少，蛋商都会全数收购。 


而包销制会成为主流，反映的正是台湾鸡蛋产业的结构，以及鸡蛋这种农产品的特点。 




根据“兽医畜产发展基金会”统计，2020年全台1,650间蛋鸡场里，有91%属于中小型蛋农，饲养规模小于

50,000只鸡；这些小型农户一般是传统鸡场，缺乏现代化设备，也没有自己的品牌或通路。

此外，母鸡每天都会下蛋，而不像肉品畜禽，可以依照市场需求，调整屠宰时间、供货节奏，再加上鸡蛋

的保鲜期又不长，因此销售的时间压力特别大。循此，对于难以发展品牌、没有通路的传统小农来说，包

销制就是最保险的产销方式，能让他们专注生产，而不需担心销售问题。

但包销制当然也有缺点：蛋商向蛋农收购鸡蛋时，蛋农几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。 


由于台湾鸡蛋并不存在批发市场，大盘蛋商的“批发价”基本由台北的蛋商公会主导，是个高度“中心化”的

定价机制，经常被诟病为“不够符合市场机制”。

这种“不够符合市场机制”的特性，在今年蛋鸡短缺的情况之下，也让鸡蛋市场变得更加扭曲，导致供需严

重失衡。



举例来说，今年过年前夕，鸡蛋市场就已经出现短缺现象、导致蛋价上涨，然而农委会却介入、要求蛋商

“冻涨”，将大盘批发价维持在每台斤43元；扣掉蛋商、运输业者的利润，蛋农出售鸡蛋的“产地价”仅剩每

台斤34.5元，完全无法反映从去年至今飙升的养鸡成本。

吊诡的是，有些蛋商为了留住下游客户，或者已经和下游通路签了契约，必须在期限之内供应一定数量的

鸡蛋，否则便需支付违约金，因此愿意以高于农委会和蛋商公会规定的价格，向平时没有接触的蛋农收

蛋、抢蛋，因而形成“黑市”。蛋农颜水盏甚至听说，有些蛋商走投无路，居然跑去超市抢架上的蛋，再另

外包装给自己的客人。

蛋商陈仁钦指出，过年期间，产地的黑市价已经来到每台斤45至55元。“其实现在只要不买黑市蛋，蛋商

就不会亏钱，所以我就是选择少买一点，然后按照蛋商公会规定的批发价卖掉。”

彰化水盏饲养场，颜水盏和他的家人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有些人或许会问，既然黑市价格较好，蛋农为什么不把所有的蛋，全部用黑市价格卖给追蛋的蛋商，而还

要用不符市场行情的盘价，供蛋给固定配合的蛋商呢？



针对这个疑问，颜水盏指出，其实大多数蛋农，也不太敢把蛋交给高价收购的蛋商，“如果我贪这一点钱，

卖给没接触过的蛋商，我们也会怕改天蛋多、原本长期配合的蛋商不来跟我买，到时候我要交蛋给谁？”

除了黑市之外，年节期间也有北部人因为买不到蛋，便趁着返乡，循线找到颜水盏的蛋鸡场，想直接用台

北的市价和他们买蛋——颜水盏夫妇很喜欢这种散客，因为售价比卖给大盘蛋商的每斤34.5元好太多了。

“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通路，就不用管政府规定的价格了，照市场机制走就好了。以前我们还有少量做宅配，

但最近运费太高、包销又卖不够，所以宅配就停掉了。”

然而万一蛋价持续冻涨、让他们不敷成本，该怎么办呢？颜水盏听了问题之后苦笑，“那我们就是等啊，等

饲料、中鸡降价，才会再进新鸡。”

2022年2月10日彰化，陈秋池经营蛋鸡场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发展品牌，就能避开“包销制”的价格紧箍？ 


和颜水盏相比，在彰化芳苑经营蛋鸡场的陈秋池，这几个星期的心情显然更好。 




陈秋池的鸡蛋场整洁亮眼，外头崭新的饲料筒仓，还贴有欧洲大型饲鸡设备品牌的名称，在周遭一片荒凉

的农业地景里，显得格外气派。

面对记者，陈秋池神情难掩骄傲地说，他做的“不是农业，而是生技业”，不仅拥有鸡蛋洗选设备，还采用

最先进的恒温鸡舍、自动化输蛋带，甚至有实验室、自行研发饲料配方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建立了自己的品牌，也有配合的小型经销商，通路多元而分散，不像一般小型蛋农，只能

仰赖大盘的包销制，价格被蛋商公会的大盘批发价控制住。

陈秋池的销售管道是这样的：七成以品牌蛋的形式，在自己的蛋场里洗选、包装，再铺货至全台各地的经

销商和餐厅，一斤零售120元；另外三成，则是所谓的“次级蛋”，这种蛋外型可能有些斑点、但内容无

碍，会交由大盘蛋商收购，收购价则根据蛋商公会规定的“大盘批发价”浮动，但会比包销制的产地价稍高

一些。

陈秋池是这次缺蛋危机中的受益者，因为他的品牌蛋价格本来就比较高，而鸡蛋市场供不应求，也让消费

者更有意愿买他的蛋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市面上缺的大多是平价蛋，但高价的品牌蛋或动物福利蛋供应无

虞。



彰化芳苑经营蛋鸡场的陈秋池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此外，那些急着补足蛋源、愿意用“黑市价”买蛋的大盘蛋商，近期也都追着陈秋池跑——陈秋池接受记者

采访的一个半小时里，电话就响了五次，“都是不同蛋商打来求蛋”的，他连接都不想接，“现在真的会做恶

梦，订单已经接到手软了，加班到半夜都做不完。”

“最近蛋不够、需要调蛋的蛋商，基本上都是赔钱在做生意，最后卖给市场的价格还是会比较高，但政府的

心态，就是要让老百姓觉得物价好像没有变动，背后就是因为害怕流失选票，所以宁愿牺牲蛋农，毕竟消

费者人数还是比蛋农多。”陈秋池说道。

不受“包销制”箝制的陈秋池，还向记者表示，另一个能反映“鸡蛋市场机制不足”的，就是所谓的“红盘蛋”

机制。

所谓的红盘蛋，指过年期间（蛋农和蛋商一般会议定14天的期间），产地的收购价必须减5元，等同于蛋

农过年期间“补贴”给蛋商的“红包”。

由于蛋量短缺，今年过年期间的“红盘蛋”缩短为9天，而且每斤改为折让4元，借此“反映供不应求的市

况”，然而在外行人眼里，这种折让制度依然匪夷所思——明明缺蛋都这么严重了，蛋商怎么还开口要这笔

红包呢？

农委会畜产处副处长江文全指出，红盘蛋是台湾蛋业行之多年的惯习，原因是过年期间市场休市、鸡蛋需

求较弱，而运输业者也有一定比例休假，“其实这种现象，也不是鸡蛋产业才有，过年期间，剪头发、搭出

租车也都会涨价，是一样的道理。”

但由于包销制是“不论产多少、都要照单全收”，而收购价又被蛋商公会控制住，因此蛋农必须提供诱因，

让蛋商增加在过年期间收蛋的意愿——换言之，红盘蛋其实也是包销制的衍生物，因为蛋业公会规定的价

格，无法真实反映市场现况。

针对这种现象，陈秋池批评，“为什么不干脆回归市场机制就好？过年市场不开没关系，就让鸡蛋跌价嘛，

跌到卖得掉、市场能动就好。”



2022年2月10日，彰化废弃的蛋鸡场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一场缺蛋危机，反映了台湾政府过度干预的物价政策？ 


为了增加蛋农生产意愿，农委会近期也祭出了补助政策，蛋农每销售一斤鸡蛋，就能获得3元补助——但在

陈秋池眼里，却只是徒增蛋农的困扰而已。

“直接回归市场机制就好了，涨价之后，消费者就会少买一点，蛋农的生产意愿也会增加，大家也不用那边

开三联单、开收据，再去和养鸡协会申请三块补助。”

“昨天我打电话给媳妇，要她赶快去买农渔业收据本，因为申请补助要用收据，到时候我怕不只是抢蛋，连

农渔业收据本也要抢。”陈秋池半开玩笑、半认真地挖苦道。

因为补助而伤脑筋的，也不只是蛋农而已——负责承办补助业务的中华民国养鸡协会，也感受到了庞大的

行政压力。

接受端传媒采访当天，养鸡协会蛋鸡课长王荣生才刚收到厚厚一叠的补助申请单。他对记者表示，过去政

府只有在鸡蛋过剩时给予奖励及辅导，从没有在缺蛋时进行补助；日后待全台的奖励资料涌进，工作量“将

会非常恐怖”。

王荣生也坦言 近期的补助政策“有点怪” 因为缺蛋时 有蛋卖的鸡农本来就能赚更多钱 因此能拿到补



王荣生也坦言，近期的补助政策 有点怪 ，因为缺蛋时，有蛋卖的鸡农本来就能赚更多钱，因此能拿到补

贴的对象，本来就是相对优势的蛋农、形同“锦上添花”，真正弱势的蛋农却反而拿不到补助。“农委会曾找

养鸡协会、鸡农一起开会，在场的业者都认为，冻涨、补助不是最好的方法，其实回归市场机制、让蛋涨

价就可以了。”

不过，姑且不论农委会的“冻涨令”，在此次缺蛋危机中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，该政策或许也反映出了，台

湾政府面对“物价上涨”时惯有的思维与应对措施：过度的干预介入、习于以“劝说”方式直接要求厂商配

合，从而可能违背了市场机制。

2022年2月10日，彰化一间制作饲料的工厂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台大经济系教授吴聪敏接受端传媒采访时，也曾严词批评台湾政府经常对物价进行过度干预，并指财经官

员在面对媒体、立委质询时，有时甚至会讲出不符经济常识的答复。

吴聪敏的说法，或许也能从近期的物价稽查政策略窥一二。 


去年九月台湾疫情趋缓、消费回温之后，物价出现明显升幅，曾引起不少媒体关注；到了十月份，台湾主

计处长朱泽民在接受立委质询时，却说出“蚵仔面线一碗20元”的答复，引起舆论批评主计处长对物价的掌



握失真、“不知民间疾苦”。“蚵仔面线风波”发酵后，行政院指示法务部筹组跨部会的“物价联合稽查小

组”，清查这波物价上涨是否“存在不法”。

曾经参与“物价稽查小组”、多次前去店家稽查的基层公务员小乔（化名），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，“政府

这次在处理物价问题，并没有采取总体经济的观点或做法，
而是尝试用稽查小组‘各个击破’，恐怕不容易

行得通。之所以有通货膨胀，主要仍是因为国际原物料大涨，有一部分有和宽松的货币政策、以及疫情期

间的振兴政策有关。”

小乔的指控，并非空穴来风。法务部、经济部从去年12月以来，确实都在频繁发布新闻稿，努力传达政府

“努力做事、积极抗涨”的态度；到了1月12日，法务部甚至在新闻稿中宣布，个别餐饮业者同意暂缓涨

价，“树立企业风范，公私协力，稳定物价”——俨然将公部门介入民间定价的行为，当作政绩在宣传。

此外，这种“一看到涨价，就直觉要查缉”的作法，也反映了决策者是以“法律框架”、而非“经济框架”在看

待物价问题。

2022年2月10日彰化，陈秋池经营的蛋鸡场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“现在的经济部长，其实是学法律的⋯⋯而目前在处理物价问题的，则主要是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，他是经



济部工业局出身的实战派，没有经济、财金背景，从基层干起，所以和业者很熟，觉得只要一通电话打过

去，业者就会卖他面子。”

小乔指出，2020年COVID疫情刚出现时，经济部组建“口罩国家队”，就是以这种思维、直接征收口罩厂

商，然而当时毕竟是非常时期；此次面对物价问题，却采取了类似的思维，直接要求业者不要涨价，其实

并不妥当。

“‘稽查不法’这种说法，某程度上，也有点像是用来搪塞、安抚民众的说法，因为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

道，物价上涨多数时候，是原物料上涨、货币政策造成的结构性现象，而不是某个业者在操控价格。”

事实上，这也不是台湾政府的物价政策第一次引起疑虑。比方说，2017年“一例一休”制度上路、引发物价

上涨时，民间、学界也曾质疑，过度介入物价可能会引发市场投机行为，甚至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。

针对小乔的说法，端传媒也向法务部常务次长张斗辉求证。担任此次稽查小组召集人的张斗辉指出，此次

是法务部是首次在农历年前组成物价稽查小组，主因是“全球物价上涨，为了解物价上涨状况、为消费者把

关”，才会进行联合稽查。

他强调，物价稽查小组“有一定的稽查标准”，店家被稽查，不代表店家涨价的行为就是不合理的，小组会

进行后续调查、厘清涨价原因，“请业者不要误会，我们没有不准涨价。”

除了餐饮业者，法务部也曾在除夕前的深夜发布新闻稿，宣布对北部两家蛋商进行稽查。端传媒询问张斗

辉，蛋商是基于何种因素才列为稽查对象；对此，张斗辉表示确实是收到了消息、符合判断标准，才会前

去稽查，不过标准无法对外告知。



2022年2月10日，彰化传统的蛋鸡场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缺蛋是危机，也能是转机？ 


回看过去两年，农委会并不是第一次遇上危机，但就政府形象而言，这波缺蛋危机却可能是杀伤力最大的

一次。

首先，近期几次农产供需危机，基本都和北京直接关联（比如2021年北京禁止进口台湾凤梨与释迦的事

件），因此有更明确的指责对象，反而能动员台湾民众“团结度过危机”；然而此次缺蛋事件，却是少数和

两岸动态、地缘政治没有直接关联的危机，也没有明确的“外部敌人”可以归咎。

此外，不论是凤梨或释迦事件，造成的都是“需求消失、生产过剩”的问题，受害的是人数较少的农民，对

一般消费者没有太大影响；然而此次缺蛋事件，处理的却是“生产不足、供不应求”的问题，因此所有消费

者都能感受到影响，舆论对执政党的伤害也更大。

但与其为缺蛋危机“找寻战犯”，我们在分析此次缺蛋危机时，也应该注意到，这起事件如何反映了台湾农

业的体质，以及台湾政府与人民看待物价上涨的态度和框架。

在台湾，农业偶尔被视为“关乎国家安全”的战略性产业，不能因为无利可图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比较利

益，就完全弃守、只靠进口供应；然而许多农产品，至今又仍以传统小农作为主流生产模式，他们对风险

的耐受性不高，在市场中也是弱势，如果没有尝试发展品牌、自寻通路，往往只能成为价格的接受者，加

上鸡蛋又被视为“基本民生物资”，也因此格外需要政府介入保护、维持稳定——这也是虽然蛋农、蛋商都

有微词，但“包销制度”仍能存续至今的原因之一。



2022年2月10日，彰化传统的蛋鸡场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此外，经济成长本来就会伴随物价上涨，政府过份介入、压抑物价，除了不符市场机制、可能造成像此次

蛋荒的供需失衡之外，甚至可能是台湾低薪困境的其中一个成因——但这不只是政府的问题，也有赖台湾

全民改变心态。

然而积极点看，此次缺蛋危机除了揭露鸡蛋产业的结构性问题之外，确实也提醒了我们，必须关注如何在

维持农业生产、保障农民权益、稳定物价之间取得平衡，以及如何加速台湾蛋农产业的现代化，并检讨“包

销制”可能存在的弊病。

“传统的包销制，确实会衍生出现在看到的问题；如何去改变这个结构性的制度，我们会再找各方干部来

谈，确实会有（改革的）规划。”农委会畜牧处副处长江文全如此对端传媒说道，但他也提醒，取消包销制

一样会衍生其他问题，比如蛋农承受的风险就会更大。

台大动科系副教授魏恒巍则认为，不论是缺蛋、或是因生产过剩造成蛋价崩盘，若想一举解决这些供需问

题，或许也必须改变台湾人的食用习惯，比如增加台湾消费者对液蛋商品的认识与接受度——而此次的缺

蛋危机，或许就是一次转机。

“短期内，可以先进口液蛋到超市，解决燃眉之急；未来则可以辅导国内的液蛋产业，在生产过剩时，将多

余的蛋制作成蛋液，再配合提升冷链设备和液蛋品质、并广加宣导，提高消费者对液蛋的接受度。”



2022年2月10日，彰化蛋鸡场的蛋车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
